
2025 年 10 月

Oct. 2025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第 42 卷第 5 期

Vol. 42　 No. 5

doi:10. 3969 / j. issn. 1672-0598. 2025. 05. 009

　 　 　 　 　 　 　 　 　 　 　 　 　 　 　 　 　 　 　 　 　 　 　 　 　 　 　 　 　 　 　 　 　 　 　 　 　 　 　 　 　 　 　 　 　 　 　
　

　
　

　
　

　
　

　
　

　
　

　
　

　
　

　
　

　
　

　
　

　
　

　
　

　
　

　
　

　
　

　
　

　
　

　
　

　
　

　
　

　
　

　
　

　
　

　
　

　
　

　
　

　
　

　 　　　　　　　　　　　　　　　　　　　　　　　　　　　　　　　　　　　　　　　　　　　　　　　
　

　
　

　
　

　
　

　
　

　
　

　
　

　
　

　
　

　
　

　
　

　
　

　
　

　
　

　
　

　
　

　
　

　
　

　
　

　
　

　
　

　
　

　
　

　
　

　
　

　
　

　
　

　
　

　

∗收稿日期:2024-09-08
　 基金项目: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3NXCGL02)“宁夏‘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组织韧性评价和培育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赵国龙(1989—),男,山东潍坊人;管理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高级会计师 /

高级经济师,主要从事制度创新、绩效管理、战略管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等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赵国龙.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双刃剑效应[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5):

109-120.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赵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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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北京　 100710)

摘要:为充分揭示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影响的复杂作用机理,基于文献分析和社会信息加工

理论视角,构建以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为中介变量的包容型领导对安全绩效的双刃剑效应理

论模型。 根据 399 名环卫行业员工的问卷调查,运用 SPSS 和 AMOS 进行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假设检验。
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心理安全感、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安全绩效两两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且违反规范

可接受感与心理安全感和安全绩效之间呈负相关;包容型领导对安全绩效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包容型

领导通过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间接正向影响安全绩效;包容型领导通过违反规范可接受感间接负向影

响安全绩效。 企业管理者应尽可能发挥包容型领导对安全绩效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发生,进而减

少员工失误、提高安全绩效。
关键词:包容型领导;安全绩效;心理安全感;违反规范可接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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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员工的安全行为对于保障组织安全生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1] 。 美国著名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指

出,大多数工业伤害事故是由工人不安全行为导致的。 国家能源局的事故分析报告也显示,人的不安全

行为在 2020 年造成了 22 起事故,导致 31 人死亡,占事故起数的大部分。 相关研究表明领导是影响员工

安全行为的重要因素[2-4] ,领导的行事风格和价值观念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员工行为[5] 。 关于领导风格与

安全绩效的研究,林新奇等(2021)在一项元分析中发现伦理型领导、变革型领导、领导-成员交换以及交

易型领导与员工安全遵守行为的相关系数由低到高[6] 。 在积极的领导风格中,研究者验证了伦理型领导

通过安全氛围和心理资本双中介正向影响员工安全绩效[7] ,变革型领导通过组织认同和情感承诺的链式

中介正向影响员工安全绩效[8] ,真实型领导通过不同心理机制正向影响员工安全绩效[9,
 

10] 。 在消极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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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风格中,研究者发现辱虐管理对安全绩效的曲线效应[11] ,破坏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产生负面影

响[12] ,自恋型领导负面影响员工安全绩效[13] 。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关于领导风格的双刃剑效应越

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积极领导的消极效应[14] ,其矛盾的影响机制值得更为深入地探讨。
作为一种新兴的积极领导风格,包容型领导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 包容性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教育领域[15] ,2006 年,Nembhard 和 Edmondson 首次将包容性引入到管理学领域,提出

包容型领导的概念,将其定义为“领导者所表现出的接纳和感谢他人贡献的言语和行动” [16] 。 朱瑜和钱

姝婷(2014)最早在国内系统梳理了包容型领导的起源、概念内涵、理论基础、结构与测量,以及与其他类

型领导方式的异同等研究成果[17] 。 早期不少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有助于提高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领导-

成员关系、建言行为、情感承诺、心理安全、信任、创造力、工作满意度、任务绩效和工作投入[18] ,降低员工

离职倾向[19] 。 近年来,包容型领导的消极效应开始得到证实,例如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通过领导-成员

交换和道德推脱导致下属不道德亲组织行为[20] 。 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探讨了包容型领导的双刃剑效应,
古银华等(2017)发现包容型领导通过团队心理安全感和下属动机依赖的中介效应正向影响下属创造力,但
通过下属认知依赖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下属创造力[21] ;朱金强等(2018,2020)基于阴阳观等视角探讨了包

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的矛盾影响[22,
 

23] ;叶存军等(2020)也发现包容型领导既会导致员工的越轨创新行为,
也会导致对创新不利的知识隐藏行为[24] 。 总体来看,包容型领导对员工行为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

目前,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研究尚未得到广泛重视,少数研究仅探讨了包容型领导的积极

效应,例如包容型领导会负面影响旷工的反生产行为[25] ,包容型领导不仅直接正向影响员工安全绩效,
还通过自我效能感、工作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正向影响安全绩效[26] 。 通过梳理文献发现,目前研究尚未关

注到包容型领导可能对员工安全绩效造成的负向影响结果。 此外,在领导风格对员工行为影响机制的研

究中,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会产生矛盾的解释,而单一理论视角在解释双刃剑效应过程中具有一定优势。
因此,本研究拟采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这一单一视角,探讨包容型

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在关于领导风格对员工行为的双刃剑机制研究中,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是一种常用的理论视角[14] 。
1978 年,Salancik 和 Pfeffer 首次发表了一篇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奠基性文章[27] 。 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活

动和行为通常会受到复杂的、模糊的社会情境影响,个体对于这些信息的解读决定着随后的态度和行为。
领导者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信息来源,对于组织氛围的塑造(员工信息解读)具有重要的影响。 基于社

会信息加工理论视角,关于领导风格对员工行为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沈玉志和丁天维(2022)
探讨了真实型领导通过角色宽度自我效能感和情感承诺双中介机制影响员工安全绩效[10] ,王雁飞等

(2022)则探讨了伦理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双刃剑影响效应[28] 。 包容型领导是领导在与员工的互动

过程中,表现出开放性、易接近性、可用性和宽容性特点[22]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包容型领导既可能

通过对员工犯错的包容提高他们的心理安全感[29] ,也可能意外助长了员工们违反规范可接受感[24] 。 基

于不同理论视角和研究情境,同一领导风格对员工具体绩效的影响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为此,本研究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包容型领导导致员工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的提高,进而影响

员工安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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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安全绩效

目前,关于包容型领导的概念内涵尚未达成一致,Carmeli 等(2010)认为包容型领导是指领导在与下

属的互动过程中表现出开放性(openness)、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用性(availability) [30] ,强调领导应

当关注下属的个性化需求,该定义获得了国内外较多学者认可。 国内学者方阳春等(2014) [31] 、景保峰

(2014) [32] 、冯永春(2015) [33] 、朱金强等(2018) [22] 都强调了包容型领导含有包容员工的缺点、错误和失

败的内涵。 根据已有文献梳理发现,包容型领导同时包含归属性和独特性两层含义[19] 。 开放性、易接近

性强调包容型领导满足对于归属感的需要,可用性等则强调包容型领导对每个员工价值贡献的重视,满
足对于独特性的需要。

安全绩效是安全结果与安全行为(过程)的统一体。 早期安全领域研究重点关注事故率、伤亡率等

客观结果指标,后来学者开始关注影响安全绩效结果的行为因素。 2000 年,Griffin 最先提出将员工安全

绩效分为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种类型[34] 。 前者强调员工遵守和履行组织安全规章制度和纪律,后者

强调员工积极主动参与岗位职责内外的安全生产行为。
包容型领导可能会对员工安全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领导会给员工提供各种

信息线索,员工对其进行认知加工处理,从而产生相应的态度和行为。 同时,个体会根据组织如何回应员

工行为(支持 or 反对)的预期来不断调整自身行为。 已有研究成果发现包容型领导对员工行为存在复杂

影响机制[22] 。 一方面,包容型领导会影响员工安全遵守,包容型领导开放性和易接近性特点,满足了员

工归属感需要[29,
 

35] ,这种归属感会增强他们对组织规范的认同(包括安全规范)。 归属感通常与更好的

信任和沟通相关,员工如果信任领导,并感到他们的意见被听取,更有可能遵循安全规程。 同时,感到被

支持和有归属感的员工可能会经历较少的工作相关压力和焦虑,这有助于他们保持清晰的判断力,从而

更有可能遵守安全规程。 另一方面,包容型领导会影响员工的安全参与,包容型领导的可用性和鼓励特

点能够激发员工的安全参与行为,包容型领导强调与员工互动,乐于倾听员工意见并肯定员工贡献,从而

使员工感受到来自于组织的支持,从而能有效降低员工反生产行为[25] 。
基于此,综合包容型领导对安全相关结果因素的影响,提出假设:
H1: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安全绩效显著相关。

(三)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安全感指的是个体感到在组织中表达个人的意见、建议、疑虑将是安全的,不会受到惩罚、批评、
不公正对待[36] 。 包容型领导的重要含义之一是归属性,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包容型领导行为向员工

传递了组织的开放性、易接近性,能够增强心理安全感,员工对于包容型领导行为的认知和加工,能够激

发其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的行为。
首先,包容型领导对心理安全感有影响,当包容型领导表现出开放性时,可以随时听取员工的意见,

并乐于与其探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会让员工感觉到安全;当包容型领导表现出易接近性时,员工可以随

时接触到领导,内心会感觉到心安;当包容型领导表现出仁慈、可信任以及支持员工工作时,能够增强员

工的归属感,让员工感觉到安全。 其次,心理安全感对安全绩效有影响,心理安全感可以提高员工建言行

为等积极行为,Liang 等(2012)发现相比促进性建言行为,心理安全感与抑制性建言行为相关性更强和独

特,后者主要涉及员工进言对组织有害的工作实践、事件或员工行为[36] 。 最后,关于心理安全感的中介

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在领导权力(地位)对下属建言行为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37] ,在

领导包容对员工创造行为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33] ,在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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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1] ,在包容型领导对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29] 。
基于此,综合包容型领导对心理安全感的积极影响、心理安全感对安全绩效的积极影响和心理安全

感的中介作用,提出假设:
H2:心理安全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安全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四)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的中介作用

违反规范可接受感涉及到个体对于组织规范的认可程度,对违反规范的接受感。 组织规范既涉及到

组织的正式规则(组织规章制度),也涉及非正式的描述性规范(如同事互助的组织文化) [28] 。 包容型领

导的重要含义之一是独特性,领导的包容行为本身可能是违反规范的,并被员工理解为对其错误的包容,
助长员工的不合规行为,例如林新奇等认为包容型领导会导致员工产生不道德亲组织行为[20] 。 根据社

会信息加工理论,员工可能会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对于自身违反规范是被认可的(削弱了安全遵守行

为),从而导致对领导包容行为的错误认知,进一步强化对于违反规范可以被接受的预期(削弱了安全参

与行为),导致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首先,包容型领导对违反规范可接受感有影响,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将促进员工越轨创新行为[11] 。

包容型领导能够理性分析员工犯错的原因,并根据合理理由免于处罚。 这种“容错”特性一方面会被其

他员工认为类似事件是普遍性的,违反组织规范可以免于被公司处分,另一方面员工也可能认为自己是

独特的,自己违规行为可以被组织接受。 因此,包容型领导对于日常越轨行为的鼓励,意外提升了员工违

反规范可接受感。 其次,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对安全绩效有负面影响。 不同于越轨创新行为,安全绩效对

员工日常行为有更高的要求,更低的容错率。 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会直接导致员工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漠视

并违法组织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也会削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相关培训活动等。 最后,违反规范可接受

感有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28] ,
在包容型领导分别与越轨创新和知识隐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24] 。

基于包容型领导对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的影响、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对安全绩效的负面影响和违反规范

可接受感的中介作用,提出假设:
H3: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安全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建立图 1 所示总体框架。

心理安全感

包容型领导 安全绩效

违反规范
可接受感

图 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程序和样本

本研究以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环卫企业为调查对象,该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业务涉及前

端(道路清扫 / 公厕保洁)、中端(生活垃圾收运、转运)和后端(垃圾填埋、垃圾堆肥、垃圾焚烧、渗滤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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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环卫一体化全产业链业务。 尽管该环卫企业每年进行大量的安全相关培训,但每年因为作业不规

范等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仍频繁发生。 环卫行业领域常见的安全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未遵守交通规则)
和作业事故(未穿戴防护设备或遵守安全操作规范)等。

研究人员根据行业特点拟定了调查问题,与企业相关负责人一起组织问卷的匿名发放与回收,共发

放问卷 500 份。 发放方式既包括电子问卷,也包括纸质问卷,以及与被调查者一对一问答。 最终将信息

缺失、回答时间过短等问卷予以剔除,保留有效问卷数量为 399 份。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女性比例为

52. 9%,男性比例为 47. 1%;年龄 25 周岁以下的比例为 4%,26 ~ 40 周岁的比例为 15. 8%,41 ~ 50 周岁的

比例为 33. 6%,51 ~ 60 周岁的比例为 41. 3%,超过 61 周岁的比例为 5. 3%;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为

60. 1%,高中或中专占比为 24. 6%,大专及以上占比为 15. 3%;在环卫企业工作年限低于一年的占比为

7%,1~3 年的占比为 19. 3%,4~10 年的占比 42. 9%,超过 10 年的占比 30. 8%。 此外,被调查者同时涉及

到环卫企业的正式员工或临时员工,该问卷未对其进行区分。
近些年,大量研究将 Amos 和 SPSS 相结合进行数据分析[38] ,本研究将使用 SPSS26 软件对样本数据

进行 Harman 检验。 采用 Amos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别检验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直接效应

和双刃剑中介效应。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量表设计主要涵盖 4 部分内容———包容型领导、心理安全感、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和安全绩效,
所采用的量表均来自国内外文献成熟量表,并结合语境调整,形成最终正式问卷。 当被调查者对问卷内

容存在不理解的地方时,由调查者在必要时进行口头解释。 所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五点计分法,从“非常

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描述为 1~5 分表示。 其中:
包容型领导的测量采用 Carmeli 等[30]开发的问卷,共包括 9 个题项,例如“该领导乐于倾听新的想法

或方案”“我的领导关注改进工作流程的新机会”等。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4。
心理安全感的测量采用 Liang 等[36]开发的量表,共包括 5 个题项,例如“我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真实

意见是安全的”“我不担心表达真实想法会对自己不利”。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8。

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的测量采用 Yam 等[39] 开发的量表,是在 van
 

Kleef 等[40] 基础上进行提炼形成的,

共包括 5 个题项,例如“在组织中,自私的行为是不被接受的”,部分量表为反向提问的方式。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73。
安全绩效的测量采用 Griffin 等[34]开发的量表,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安全绩效的研究,共包括 6

个题项,例如“我使用正确的个人防护设备来完成我的工作”“我主动执行有助于提高安全水平的任务或

活动”。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5。
人口统计学变量选取常用的性别、年龄、学历和工作年限四个指标。 此外,根据本研究意图,以上所

涉及变量均处理为单维度参与假设检验。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对数据进行同源偏差分析:一是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运用 SPSS26 软件

的主成分分析法对所有量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总的解释变量为 66. 26%,其中第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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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解释总变异量的 30. 54,小于 40%,且未超过总体变异量的一半,说明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所有变量大

部分方差的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是采用 MPLUS 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样本数据的拟合

效果。 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差,其中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 χ2 / df = 803. 16 / 293 =
2. 98<3,RMSEA = 0. 071<0. 8,CFI = 0. 920>0. 9,TLI = 0. 911>0. 9,SRMR = 0. 057<0. 8),能够基本满足统计

学相关要求,进一步说明样本观测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 本研究变量对应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布在 0. 73 ~ 0. 95 区间,均大于门槛

数值 0. 7,说明数据具有较好的异质性;进一步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变量的 KMO 值分

布于 0. 73~0. 94 区间,均高于门槛值 0. 7,巴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Sig 均小于门槛数值 0. 001;公因

子累计解释总方差的总变异量在 50. 198% ~ 81. 164%区间,均高于门槛数值 50%的水平,说明量表对应

较好的构建效度。
通过组合信度 CR、平均方差变异抽取量 AVE 等指标进行效度分析。 包容型领导、心理安全感、违反

规范可接受感、安全绩效对应的组合信度 CR 分别是 0. 953、0. 854、0. 834 和 0. 963,组合信度统计量数值

均高于 0. 6;变量对应的平均方差变异抽取量 AVE 分别是 0. 694、0. 541、0. 502 和 0. 811,均高于 0. 5,说
明本研究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所涉及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各变量构念间的相

关系数都在 0. 4 以下,也表明数据同源偏差问题不严重。 其中,包容型领导分别与心理安全感( r =
 

0. 318,p<0. 01)、违反规范可接受感(r
 

=
 

0. 151,p<0. 01)、安全绩效(r
 

=
 

0. 223,p<0. 01)均呈显著正相关,心
理安全感与安全绩效( r

 

=
 

0. 262,p<0. 01)呈显著正相关,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与安全绩效( r
 

= -0. 108,
p<0. 05)呈显著正相关,但心理安全感与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符合本研究假设方向,
心理安全感与违反规范可接受感是被调查同时感受到的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相互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描述性统计分析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

表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1. 性别 0. 47 0. 50 1

2. 年龄 4. 19 1. 13 -0. 024 1

3. 学历 1. 62 0. 90 0. 085 -0. 530∗∗ 1

4. 工作年限 3. 04 0. 99 0. 063 0. 153∗∗ -0. 161∗∗ 1

5. 包容型领导 3. 28 1. 02 -0. 110∗ 0. 092 -0. 042 -0. 061 1

6. 心理安全感 3. 49 0. 67 -0. 088 0. 057 -0. 008 -0. 050 0. 318∗∗ 1

7.
 

违反规范可接受感 2. 85 0. 33 -0. 024 -0. 015 0. 084 -0. 025 0. 151∗∗ -0. 008 1

8. 安全绩效 3. 70 0. 89 -0. 012 0. 013 -0. 059 -0. 038 0. 223∗∗ 0. 262∗∗ -0. 108∗ 1

　 注:N= 399;∗∗
 

在 0. 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 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三)假设检验

在上述初步检验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 AMOS 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心理安全感和违反

规范可接受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安全绩效之间的双重中介效应,构建了 95%无偏差校正置信区间,重
复抽样 2

 

000 次。 首先,检验模型的拟合度,如表 2 所示,总体模型拟合可以接受。 其次,检验包容型领导

对安全绩效的直接作用,如表 3 所示。 最后,对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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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所示。
表 2　 模型拟合指标

χ2 / df GFI AGFI TLI IFI CFI RMSEA

评价标准 <3,且>1 >0. 8 >0. 8 >0. 9 >0. 9 >0. 9 <0. 08

检验结果 2. 972 0. 857 0. 828 0. 911 0. 920 0. 920 0. 070

1. 直接效应检验

由表 3 可知,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 0. 132,p<0. 05),
假设 H1 得到验证。 此外,结果发现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心理安全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 0. 415,p<0. 0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0. 172,p
<0. 01),员工心理安全感对其安全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 0. 283,p<0. 01),员工违

反规范可接受感对其安全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 β = -0. 136,p<0. 05)。 由此初步判

断,当不考虑边界条件时,包容型领导通过员工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两条不同路径影响安全

绩效。
表 3　 直接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路径系数

包容型领导→安全绩效 0. 142∗ 0. 132

包容型领导→心理安全感 0. 373∗∗ 0. 415

包容型领导→违反规范可接受感 0. 047∗∗ 0. 172

心理安全感→安全绩效 0. 340∗∗ 0. 283

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安全绩效 -0. 534∗ -0. 136

　 　 注:∗∗
 

在 0. 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 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2.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采样 2
 

000 次,95%的置信区间),检验结果详见表 4。 其中,心理安全感作为

中介变量时,95%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 0;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作为中介变量时,95%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

0;心理安全感、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同时作为中介变量时,95%置信区间中均不包含 0。 综合分析可知,心
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安全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假设 H2 和 H3 得到验

证。 并且本研究发现,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正面影响员工安全绩效,违反规范可接受感的中介作用负

面影响员工安全绩效。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假设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P

包容型领导→心理安全感→安全绩效 0. 127 0. 041 0. 254 0. 001

包容型领导→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安全绩效 -0. 025 -0. 090 -0. 002 0. 034

总间接效应 0. 152 0. 063 0. 278 0. 001

本研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中介效应情况,在控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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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型领导对安全绩效的直接效应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两个中介变量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
Model

 

5 和 Model
 

6 的结果表明,心理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对安全绩效的影响系数是 0. 285,且 p<0. 001,
且包容型领导的影响仍然显著;违反规范可接受感作为中介变量对安全绩效的影响系数是-0. 376,且 p<
0. 01(详见表 5),且包容型领导的影响仍然显著。 结果表明,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起到部分

中介作用。
表 5　 层级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心理安全感 违反规范可接受感 安全绩效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4 Model
 

5 Model6

性别 -0. 115 -0. 072 -0. 021 -0. 010 0. 057 0. 032

年龄 0. 048 0. 028 0. 013 0. 008 -0. 043 -0. 032

学历 0. 025 0. 022 0. 040 0. 039 -0. 085 -0. 064

工作年限 -0. 035 -0. 021 -0. 004 -0. 001 -0. 023 -0. 029

包容型领导 0. 202∗∗∗ 0. 049∗∗ 0. 138∗∗ 0. 214∗∗∗

心理安全感 0. 285∗∗∗

违反规范可接受感 -0. 376∗∗

R2 0. 014 0. 106 0. 009 0. 032 0. 097 0. 074

调整后的 R2 0. 004 0. 095 -0. 001 0. 019 0. 083 0. 060

F 值 1. 436 9. 328∗∗∗ 0. 938 0. 257∗∗∗ 6. 980∗∗∗ 5. 234∗∗∗

　 注:N= 399;∗∗∗
 

p<0.
 

001,∗∗
 

p<0.
 

01,∗
 

p<0.
 

05。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包容型领导与安全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会正向影响员工安全绩效。 已有研究发现,积极

领导风格能够满足下属关系心理需求,带来员工积极的行为[41] 。 包容型领导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领

导风格,元分析结果也表明其能够激发员工积极行为[19] 。 但近几年,包括包容型领导在内的领导风格给

员工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主要是负面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21,
 

24,
 

25,
 

28,
 

42] ,但尚未有研究关注到包容

型领导对员工安全行为的复杂影响。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本研究证实了包容型领导风格有助于提高

员工安全绩效,但同时存在两条不同的影响路径:一方面,包容型领导能够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并有

助于提高员工安全绩效;另一方面,包容型领导也会带来员工违反规范的可接受程度,并削弱员工的安全

绩效。 此外,层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安全感和违反规范可接受感都起到部分中介变量的作用。 因

此,尽管包容型领导能直接提高员工安全绩效,但也同时存在双刃剑中介机制,管理者应该警惕包容型领

导的负面作用。 包容型领导一方面要着重提高员工积极心理安全感,另一方面要防止破坏组织的安全氛

围,尤其不能让员工感觉到“违反组织安全规范是被包容和原谅的”。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将包容型领导特质引入到安全管理领域,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视角,深入探讨包容型领导

影响员工安全绩效的内在机制,发现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双刃剑效应,丰富了其在安全管理领

域的研究。 具体包括:
第一,丰富了安全管理理论和方法体系。 本研究明确指出了包容型领导在直接提升员工安全绩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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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呼应了早期研究对于包容型作为积极领导风格的讨论[18,
 

19] ,研究结果与陈翰和栗

继祖(2022) [25] 、王丹和董冉[26](2023)探讨的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正向影响结论相一致。 本研究

进一步丰富了领导风格对员工绩效的重要影响,凸显了包容型领导在安全管理中的独特价值,拓展了管

理者在安全管理方面的思考和实践途径。 进一步分析表明,包容型领导通过对员工的错误和挫折给予理

解和支持,从而增强了员工的信心和责任感,这有助于构建积极的安全文化和提高整体安全绩效水平。

第二,深化了对包容型领导的认识。 当前关于积极领导的消极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4] ,社会认

定、社会交换、认知加工等理论视角经常被采用。 与沈玉志、丁天维[10](2022)和王雁飞等[28](2022)采用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视角相一致,本研究将其用于探索包容型领导对员工认知加工和安全绩效的影响。 员

工对于包容型领导的认知加工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反应。 一方面,当员工感知到领导对其犯错

的包容时,他们往往会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心理安全感可能会增强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归

属感,从而提升整体安全绩效水平。 另一方面,包容型领导的这种行为也可能会产生意外的负面效应,部

分员工可能会错误地将领导的包容解读为对违规行为的默许或支持,这种错误的认知可能会导致员工对

安全规定的放松和忽视,甚至会增加他们故意违反规定的倾向。

第三,检验了包容型领导对安全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本研究与包容型领导在创新领域的双刃剑效应

研究基本一致[22-24] ,发现包容型领导在员工安全绩效领域同样存在双刃剑效应。 本研究提出了两条不

同的中介路径,即“包容型领导—心理安全感—安全绩效”和“包容型领导—违反规范可接受感—安全绩

效”,以探究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不仅会通过提高员工的心理

安全感来促进安全绩效的提升,同时也可能会意外地增加员工对违反规范行为的接受感,进而影响安全

绩效的表现。 层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包容型领导在直接影响员工安全绩效的同时,还存在上述两条

双刃剑中介路径。 在这一研究框架下,我们深入分析了包容型领导在安全管理中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其

对员工安全绩效产生双重影响的原因和途径。

(二)实践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本研究为管理者对与环卫行业相类似的企业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管理策略和方法。 管

理者在实践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包容型领导的双刃剑效应,既要重视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又要避免领

导包容行为助长员工的不良行为。 具体包括:

第一,包容型领导在塑造员工行为和组织文化时需要树立“底线思维”。 研究发现,包容型领导越多

不一定越有利于组织安全绩效。 根据海因里希法则(即 300 ∶ 29 ∶ 1 法则)的启示,一起重伤或死亡事故

背后可能伴随着 29 起轻伤或故障,以及日常存在的 300 起隐患或违章。 包容型领导的重要意义在于预

防这 300 起隐患或违章的发生,但这必须建立在不违背组织安全规章制度的前提下。 在实践中,管理者

需要在表现出包容性的同时,及时进行规范引导和监督,必须确保员工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安全规定,防

范潜在的安全风险,提升组织的整体安全绩效水平。

第二,包容型领导需要着重增强员工的心理安全感。 一方面,要发挥包容型领导开放和易接近的特

质,积极与员工互动,倾听他们的意见,以满足他们对组织的归属感需求;另一方面,要发挥包容型领导的

可用性和鼓励性特质,树立安全典范,对那些严格遵守操作规章的员工进行表彰,肯定他们的贡献,让员

工感受到组织对他们的支持,从而增强组织内部的安全氛围[43] 。 在实践中,包容型领导就是要实现促进

员工对组织安全规章的认同,建立起一种积极向上的安全文化,提升组织安全绩效水平。

第三,包容型领导在注重增强员工安全感的同时,也需要重视降低员工对违反规范的可接受感。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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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包容型领导通常以理解和宽容的形象示人,但这种态度也可能被员工误解为对错误的纵容,从而助长

员工的不当行为,例如不道德亲组织行为[20] 等。 因此,包容型领导在管理过程中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对
于任何违反安全规章制度的行为都应当及时进行严肃处理,不仅要向员工传达任何违规行为都是不可接

受和容忍的信号,更要在组织中营造严格遵守安全规范的氛围。 因此,包容型领导要注意消除员工对违

反规范行为的误解,有效地遏制不当行为的滋长,提升组织安全绩效水平。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关于量表选择问题。 本研究所采用的量表均是西方情境下开发的,尽管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但

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研究仍可能存在一定偏差[44] ,尤其是包容型领导在中西方情境下的内涵界定、关注要

点和结构维度等存在较大差异[18] 。 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开发适用于中国情境的包容型领导量表。 其

次,关于样本收集问题。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环卫企业员工,其工作环境和性质与其他类型的企业(如高

新技术企业)存在一定差异。 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在环卫企业中,员工的工作任务通常较

为具体和标准化,而高新企业的员工工作则可能更具创新性和复杂性。 为了验证研究结论在不同类型企

业中的适用性,未来研究可以在高新技术企业等不同类型的企业中进一步进行验证性研究,以探讨企业

文化、员工特征和工作环境等因素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 最后,关于影响机制问题。 本研究仅探讨了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安全绩效的中介机制,没有进一步探讨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未来研究有必要探讨组

织层面的安全氛围或个体层面的正念、工作自主性等调节变量,找到能够增强员工心理安全感并降低违

反规范可接受感的因素,提高包容型领导在安全管理领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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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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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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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Safety
 

Performance

ZHAO
 

Guolong
(Chinese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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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100710,
 

China)

Abstract:To
 

fully
 

reveal
 

the
 

complex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safe-

ty
 

performanc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safety
 

performance,
 

with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perceived
 

acceptability
 

of
 

norm
 

violations
 

as
 

mediating
 

vari-

ables,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Based
 

on
 

a
 

survey
 

of
 

399
 

employees
 

in
 

the
 

sanitation
 

industry,
 

this
 

study
 

uses
 

SPSS
 

and
 

AMOS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of
 

the
 

mediation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psychological
 

safety,
 

per-

ceived
 

acceptability
 

of
 

norm
 

violations,
 

and
 

safety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Mo-

reover,
 

perceived
 

acceptability
 

of
 

norm
 

violation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safety
 

performance.
 

Inclusive
 

leadership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safety
 

performance.
 

Inclusive
 

leadership
 

also
 

indirectly
 

positively
 

affects
 

safety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indirectly
 

negatively
 

affects
 

safety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acceptability
 

of
 

norm
 

violations.
 

Managers
 

should
 

maximize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on
 

safety
 

performance
 

and
 

avoid
 

negative
 

impacts
 

to
 

reduce
 

employee
 

errors
 

and
 

improve
 

safety
 

performance.

Keywords:inclusive
 

leadership;
 

safety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safety;
 

perceived
 

acceptability
 

of
 

norm
 

vio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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